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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Of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resources and welfare , focusing 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 pressure of parenthood and interpersonal adaptation ,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500 intact

families and 440 single parent families ,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SWB of single parent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intact family.Further findings revealed that single parent' s level of

SWB was much lower not in satisfaction for material life but in parenthood pressure and negative emotions

andmoods.Analysis of regression model showed that the side (person)applying for a divorce had a

higher level of SWB than the side unwilling to divorce or widowed single parent did.As expected , life

events(xiagang or unemployment , frustration in career)had a major effect on SWB for both single parent

families and intact families.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come and SWB level.These

single parents who saw frustration as life experience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higher level of satisfaction

and adjustment.There wa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prejudice against single parents and their

SWB.In contrast , there wa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ingle parent' s SWB.In

contract with the findings in eastern countries ,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ingle fathers

and single m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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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 , 1988)以及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01)的有关资料计
算。

　　自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 ,中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 ,2000年的离婚数已达 121万对 ,占当年平均人

口数的0.96‰,
①
粗离婚率在20年中增长了近 3倍。尽管众多的单亲家长将再婚 ,但全国每年100多万

对夫妻离婚所形成的单亲家庭无疑呈上升趋势(加上因一方丧偶形成的单亲家庭则更多)。单亲家庭的

递增不仅使当事人面临经济和情绪等方面的压力 ,而且也程度不同地殃及孩子 ,尤其在离婚 、单亲依然

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中国。而经济转型期的资源重新分配明显地向年轻人 、高学历和高技能者倾斜 ,承载

亲职重负和社会世俗压力的单亲者往往面临福利水平下降 、心理和社会适应困扰加剧而成为弱势群体

或弱势地位更加突现 。由于与此相关的问题并未引起国内学术界及有关职能部门的足够重视 ,尤其是

这方面的经验研究基本属于空白 ,因此 ,本课题的设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文献综述

单亲家庭的福利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既有宏观的 、微观的 ,也有静态的 、动态的。从宏观讲有法

律 、政策层面的 ,也有社会文化层面的;微观和个体层面的影响有人际网络 、收入和性别等因素 。同时从

动态的角度看 ,主观福利水平由于和适应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适应又和时间紧密相连 ,因此 ,时间也成为

影响单亲主体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

(一)文化价值观

大多数社会对单亲家庭持负面态度 ,将单亲家庭看作是一种非常态的家庭形式(Wattere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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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hardt , 1979),导致社会对单亲家庭有一种偏见 ,当事人必须忍受来自社会歧视的压力 。进一步的研

究表明这种社会偏见对单亲家庭的男女主体的影响是不同的。相关的研究一直认为 ,女性在成为单亲

家长后 ,在社会交往中所面临的困惑比男性多(Berman &Turk , 1981;Katez &Pesach , 1985),这是因为社

会上普遍对单亲女性存在负面的刻板印象。此外 ,在发展新的社会关系方面 ,男女单亲也存在着很大的

差异 ,传统的社会规范对两性的双重标准依然存在 ,男性常常被鼓励再婚及发展新的人际关系 ,而女性

在因袭规范限制下 ,重建社会关系和亲密关系比男性更困难(Katez &Pesach , 1985)。在对付压力 、处理

问题以及克服悲伤方面也存在着文化差异。

(二)人际网络

汉森等人(Hanson et al.,1995)强调人际网络对单亲父母的重要性 ,这些人际网络包括朋友 、亲戚 、

以前的配偶以及新的伴侣 。普拉特(Prater , 1995)区分出三种支持:社会融入性 、感觉到的社会支持和法

定的社会支持。数据显示离婚后社会交往显著减少 ,通常朋友们都躲避之以避免“偏袒一方”(Donat ,

1995),这影响了离婚者融入社会的程度 ,同时导致脆弱的和不良的心理状态 。相反 ,如果离婚当事人融

入社会网络 ,就会较快地适应单身生活 。支持网络的好处包括较少悲痛 ,对子女更负责 ,更照顾 ,对子女

的发展更有兴趣 。

(三)个人特征

有学者对个体的人格特征与单亲的福利和适应进行了研究 。他们强调父母的精神 、情感和生理健

康 ,适应 、处理问题的能力(如应对离婚 、抛弃 、未婚生育 、失去亲人等问题的能力),以及评估环境和经验

的能力(Gass-Sternas , 1995;Herrerias , 1995)。

种族也是影响生活质量和单亲家庭福利的重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在考察人种这一变量时要注意

种族和阶层之间的交互作用。非裔美国单亲母亲要比其他种族的单亲母亲更贫穷 。斯坦博克

(Steinbock , 1995)发现 1995年最贫穷的美国家庭就是由一个非裔的单亲母亲和一个 18岁以下的子女组

成的 。

收入的高低通常与适应成正比(Berman &Turk , 1981;Gove &Shin , 1989)。此外 ,大部分研究发现

经济地位高 ,其子女行为表现较好(Ambert , 1982;Grief &Demaris , 1990)。除了收入的绝对值之外 ,收入

的改变也与单亲家庭的福利有关(Kitson , et al., 1989;Pett &Vaughan-Cole , 1986)。有研究报告由单亲

母亲组成的家庭收入通常跌入贫困线之下 ,而此现象较少发生在男性单亲之中(Morgan , 1989;Weiss ,

1984)。

有关性别与主观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 ,自美国学者韦茨曼在她的《离婚革命》一书中揭示了离婚后

妇女与孩子的生活水平平均下降了 73%而丈夫平均提高了 42%等事实后 ,一些研究相继证实 ,女性在

成为单亲后经济状况变坏或陷入贫困线以下的概率明显高于男性(Weitzman , 1985;Morgan , 1989;Sands

&Nuccio , 1989),有学者将女单亲家庭经济条件的恶化归因于社会经济结构对女性的歧视 ,女性较少有

就业训练的机会 ,多集中于低职位 、低薪金 、不稳定的职业 ,致使其在满足家庭需求和子女教养负担上倍

感艰辛(Arendell , 1996)。有研究指出由于女性单亲家长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 ,加上她们更多地将婚

姻视作生活的重心 ,因此在婚姻失败后的心理困扰更多且持续时间更久(Wood &Whelan , 1989;Kurdek ,

1990)。单亲女性除了更多地忍受他人的疑虑或排斥外 ,还需防备异性的觊觎 ,她们受到性骚扰 、性侵犯

的概率显著高于男性(Katez &Pesach , 1985;林万亿 、吴季芳 ,1993;林万亿 ,1992)。

但也有文献表明 ,由于社会规范鼓励女性表达情绪 ,而男性则往往过于压抑 ,也不善于寻求外界支

持 ,因此 ,他们的沮丧 、寂寞等情绪往往难以排解 ,离婚后的心理适应难度更大(Bloom &Caldwell , 1981;

林万亿 、吴季芳 , 1993);女性主义学者还认为 ,由于女性在家庭中受压迫 ,一旦摆脱了不幸婚姻 ,自然会

得到更多的满足和快乐(Wattereng &Reinhardt , 1979;Kissman , 1991)。还有研究显示 ,社会支持会降低

单亲女性的心理困扰(Gerstel , 1988;Sarason &Levine , 1983;王孝仙 ,1992)。

(四)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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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通常使用三个指标:单亲家长年龄 、子女年龄以及成为单亲至今的时间。首先 ,单亲家长

年龄与成为单亲的原因之间存在相关联系。布莱克维尔(Blakwell ,1981)的研究发现年龄较大的丧偶者

要比年龄小的适应好 ,因为对于年老者来说 ,死亡是预料之中的事。相反 ,对离婚来说 ,年纪越轻适应越

好。但是戈夫和希恩(Gove &Shin , 1989)的研究却发现无论是丧偶还是离婚都是年纪轻的适应困难 ,不

论男女都是年龄大的适应更好 ,生活满意度更高。

至今时间方面的研究尚不多。多尔蒂等(Doherty et al., 1989)的研究发现 ,刚离婚的单亲往往产生

较多的适应障碍 。但是 2到 4年内 ,单亲家庭逐渐抚平情绪 ,适应性大幅度提高。

国内关于单亲当事人的研究仅有人口学的分析 ,如通过对不同婚姻状况人口死亡率 、平均预期寿命

的比较 ,得出离婚及丧偶人口的死亡率高于有偶人口 ,平均预期寿命则低于有偶人口的结论(刘铮 ,

1994;郝虹生 ,1995)。关于单亲主体福利状况的定量研究未见有报告 。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框架和假设

在研究设计上 ,我们既借鉴了西方的分析框架及研究原则 ,更注意到了由于国情不同而带来的差

异 ,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西方的一些研究结论不能直接用来解释中国的现象:

1.单亲家庭的构成不同 。欧美国家相当一部分的单亲家庭是由未婚母亲与孩子组成的 ,如在瑞典 ,

“未婚式”的单亲家庭占单亲家庭总数的 60%以上 ,美国近 30%,英国 25%(Kamerman &Kahn , 1988),而

中国单亲家长为未婚母亲的仅是个案。此外 ,单亲家长的性别构成也不同 。如美国统计局 1998年人口

普查的数据表明 ,5/6的单亲家庭户主为女性 ,芬兰统计局 2000年统计显示 ,在所有的单亲家庭中 ,88%

的户主是女性。据欧盟1996年统计 , 80%的单亲是女性;在俄罗斯占到 94%;即使在日本也高达 84%

(苗野 ,1997;王晓峰 ,2001;日本总务厅统计局 ,1995)。而国内的多项研究显示 ,父母离异的孩子与母亲

同居的在 50%上下(刘鸿雁 ,1998;徐安琪等 ,2001 ,王世军 ,2002)。

2.单亲角色的转换不同 。许多文化依然规范了“男主外 ,女主内”的性别角色 ,离婚后男性的主要角

色并没有改变 ,女性则需试着在就业市场上生存立足 ,这并非易事(Calhoun , Keller &Light , 1994)。而中

国女性大多在婚后仍连续就业 ,因此 ,她们的收入并非仅作为家庭经济的贴补 ,而与丈夫一样是家庭不

可缺少的赡养者(尤其在城市),家庭变故后因经济实力较强的丈夫的离开而导致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

相对较少 。但目前面临的新问题在于经济体制的转型 、职业流动的频繁和单位保障制的弱化 ,使相当一

部分中年父母下岗 、待业 、失业或非正规就业者递增 ,而作为家庭惟一劳动力的单亲父 母的工作不稳定

乃至无业 ,势必加剧一部分单亲家庭的困境或弱势 。

3.社会对单亲评价不同 。在中国 ,高离婚率一度被视作“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制度日趋崩溃 、社会道

德日趋堕落的情况在家庭关系中的反映” , ① 单亲家庭更多地被贴上负面标签 。因此 ,长期以来离婚不

仅影响当事人的名誉和前程 ,而且被认为是青少年犯罪的家庭缘由;单亲家庭也常与“失职父母” 、“缺陷

教育”和“问题儿童”挂钩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的宽容度在递增(尤其在上海等现代化大城市),

但潜移默化的文化规范对单亲主体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往往比西方国家更甚 。

4.单亲家庭的亲缘网络不同 。家庭本位的中国文化与西方相比 ,更注重亲属网络的作用。尽管目

前核心家庭已占主导地位 ,但纵向的亲子关系和横向的兄弟姐妹间的互动依然较频繁 。我们的前期研

究表明 ,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在离婚后得到父母 、兄弟姐妹的援手 ,有的甚至完全依赖亲属系统的支持 ,由

此减少了其经济困扰和亲职压力(徐安琪等 ,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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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本研究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技术路线和解释模型。

我们注意到以下问题:

1.性别视角不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而仅作为控制变量之一 ,我们除了关注单亲主体中离异与丧偶

者的福利差异外 ,还关注离异者之间的群体差异。根据我们以往研究的经验 ,离婚时取主动态度者往往

对原配的评价及自我感受更差 ,并急于逃离不如意的婚姻 ,离婚后原先的压力和痛苦会有所消减 ,福利

水平有所改善的也会更多些。因此 ,我们除了将单亲家庭与双亲家庭作比较外 ,还将分别估计单亲身份

获得途径不同者的福利水平及其他人口 、经济 、社会心理和人文环境影响因素。

2.社会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等引起的下岗 、待业 、投资失败 、经营失利等生活事件和压力将作为影

响因素列入分析模型 。

3.由于多元化的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在中国尚未获得普遍认同 ,对离婚及单亲的偏见无疑将对被

访者的福利感受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 ,我们还将社会偏见压力量化为解释变量。

4.除了亲属支持作为影响因素外 ,子女的品学表现也被纳入模型 ,因为中国提倡“独生子女”政策 ,

上海尤其走在前列(已连续9年人口出生率负增长),大多数家庭只生一个孩子 ,所以 ,子女的表现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父母的福利认知 ,尤其是把未来的希望和依靠都寄托在惟一亲人———子女身上的

单亲主体更是如此。市场竞争和职业流动使教育 、学历变得分外重要 ,而单亲母子 父子相依为命 ,子女

是否孝顺也将对父 母的自我感受起重要作用。这一点正常家庭也是如此(张结海 , 1999),同时 ,这也是

东西方亲子关系的一个较大的差异 。因此 ,我们把“对子女学习成绩满意度”和“子女是否孝敬父 母”作

为影响变量之一 。

本研究的解释模型所要检验的是:家庭关系和结构 、生活事件和压力 、社会支持和偏见 、价值判断和

应对态度对被访者福利水平的净影响 ,而人口特征将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在此基础上 ,我们的理论

假设为:

假设一:单亲主体的主观福利水平低于双亲被访者 ,但不同单亲结构主体的福利水平存在差异 ,其

中离婚的主动方往往较快地走出婚变的阴影 ,而不愿离婚一方的福利感受较差 ,丧偶者由于配偶的意外

过世 ,个人的情绪适应和主观福利满意度也相对较低;

假设二:意外生活事件多或经济资源缺乏者的福利水平较低;

假设三:子女品学兼优 、有亲属网络支持的单亲父 母的主观感受较佳;

假设四: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后心态良好即积极应对婚姻挫折 、个人自信心较强者有更大的概率自我

感觉良好;

假设五:多元化的宽松的社会人文环境与单亲主体的福利水平呈正相关;

假设六:随着时间的推移 ,单亲者的身心创伤将日渐痊愈 ,福利水平会逐步回升 ,而再婚前景乐观者

的主观福利感受也相对良好;

假设七: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 ,性别差异将呈现与西方文献描绘有所不同的结果 ,即单亲女性的福

利水平未必明显低于男性 。

(二)研究指标和说明

因变量

本研究的福利概念并非限于传统意义的经济资源 、物质福利 ,而更关注与单亲父母主体的身心感

受 、角色压力和社会适应相关的主观福利认知 。由于主观福利感受具有复杂 、多维的内涵 ,不应由“总体

满意度”或“幸福感”之类的单项指标简单构成 ,而是一个由一系列主客观指标有机合成的全面 、多元的

评估体系 。因此 ,用以测量研究对象福利水平的是一个多维组合量表 。我们选取了 18个由研究对象主

观认知的涵盖物质生活满意度 、工作成就感 、生理和心理感受 、角色压力和社会适应多侧面的相关变量 ,

并采用因素分析法使之简化为多个复合因子(多维侧面),即“职业与收入满意度” 、“亚健康症状” 、“心理

挫折感” 、“亲职压力”和“人际适应”5个分量表(分值越高表示各侧面福利水平越高),各新因子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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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都在2.1以上 , alpha系数均在 0.7以上 ,总解释量为 67.8%(见表 1)。对组成该量表的 18个变量内

在一致性的信度测定也证实 , alpha系数高达 0.86 ,表明该组合量表所选用的指标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和较高的内在一致性 。

　表 1　 主观福利多维量表的因素分析结果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因子 5

职业满意感 0.914 0.093 0.103 0.069 0.077

工作成就感 0.909 0.074 0.123 0.089 0.096

收入满意感 0.837 0.179 0.130 0.098 0.121

物质生活满意感 0.550 0.294 0.332 0.192 0.236

身体健康 0.340 0.478 0.069 0.116 0.379

食欲不振 0.123 0.789 0.053 0.051 0.038

夜晚难以入睡或失眠 0.092 0.782 0.244 -0.006 0.046

心理上的疲惫感 0.124 0.626 0.442 0.188 -0.088

心情忧郁 、苦闷 0.175 0.549 0.579 0.169 00.20

孤独感 -0.009 0.282 0.639 0.222 0.063

无助感 0.204 0.102 0.758 -0.010 0.036

对自己人生有失败的感觉 0.152 0.098 0.803 0.009 0.020

家务繁重 0.059 0.157 -0.013 0.804 0.142

子女教育压力 0.134 0.031 0.136 0.760 -0.005

子女生活照料压力 0.092 0.033 0.102 0.874 0.112

与子女关系满意感 0.042 0.018 -0.056 0.049 0.799

与朋友交往满意感 0.174 0.106 0.085 0.096 0.764

与邻居关系满意感 0.090 -0.028 0.064 0.071 0.825

新因子命名
职业与收入

满意度
亚健康症状 心理挫折感 亲职压力 人际适应

特征值 2.984 2.426 2.420 2.192 2.182

因素解释量(%) 16.58 13.48 13.45 12.18 12.12

信度 0.88 0.73 0.77 0.78 0.75

为了测量其福利总水平 ,我们还以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 ,计算各因子得分估计值的加权

和 ,作为研究对象的福利总值 。

自变量

用以检验我们理论假设的影响变量包括 5大类 26个指标:

(1)人口特征

被访者的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和年薪金收入 4项变量。

(2)家庭结构和关系

包括家庭类型 、子女的品学表现和亲属支持 3类。

家庭类型在全体样本模型中分夫妇双全和单亲两类 ,在单亲样本中分丧偶 、主动离异和被动离异三

类 ,均为虚拟变量。

子女的品学表现将以“子女孝敬父母”和“子女学习成绩”两个连续变量纳入模型 , 1-5分别表示从

很不好到很好。

亲属支持主要询问被访者及其配偶(或前夫 妻)的父母 、兄弟姐妹是否在孩子的生活照料 、学习辅

导和经济补贴方面经常给予帮助 ,1-3分别表示没有 、有时和经常 ,由于经常获得帮助的比重不高 ,我

们将 4方面的亲属(男方父母 、女方父母 、男方兄弟姐妹 、女方兄弟姐妹)所给予的经济 、生活和学习 3方

面支持帮助的变量数值相加之和作为亲属支持影响变量(最低的 12分表示没有任何帮助 ,最高的 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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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在各方面都得到双方近亲属的援手)。

(3)生活事件或压力

我们选择了 3项指标 ,即“下岗 、失业或工作挫折” 、“父母身体欠佳压力大”以及“家庭发生意外变故

或挫折” ,1-4分别代表经常 、有时 、偶尔和无 ,分值越高表示压力越少 。

(4)社会支持和偏见压力

社会支持主要以“朋友援手”和“单位 、社区支持”测量 ,包括在经济拮据 、子女抚育 、找工作 、家庭纠

纷 、法律咨询或有烦恼 、苦闷 、抑郁时是否主动求助亲属以外的其他人或机构 ,或者得到过其他人或机构

的主动帮助和服务 , “朋友”也包括同事 、同行和同学 , “单位 、社区”还包括邻居 、单位领导 、工会 、居委会 、

街道和心理 、法律咨询等 ,1-4分别代表从无到经常。由于所获得的支持不多 ,我们也采取将各方面的

支持帮助得分相加之和作变量刻度 。

具有负面影响的社会偏见指标 ,主要是单亲主体所感受到的来自单位领导或同事 、朋友或同学 、街

坊邻居 、孩子学校和大众传媒舆论方面的偏见和压力 ,以及目前是否有“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或“总觉得

别人在背后议论我”共7个变量 ,我们用因素分析方法复合成“社会偏见” 、“同事 、朋友偏见”和“敏感自

卑”3个新因子 ,并以同样的方法计算各因子得分的加权和作为“社会偏见压力”变量 。

(5)价值判断和应对态度

价值判断主要反映被访者对婚姻或家庭挫折的态度以及对再婚前景的预测 ,即他们对“挫折会使人

成长”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和“再找个比配偶更好的伴侣比较难”的判断(1-5分分别表示从“非常不

同意”到“非常同意”);应对态度是把被访者自述的“认为自己是有用之人”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能干了”

和“我对将来充满信心”的认同(1-5分分别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用因素分析法简化成

“自信 、积极应对”复合变量。26个指标经过复合 、简化 ,最后纳入模型的自变量共有 19个 。

三 、资料来源和分析方法

用以检验我们理论假设的是 2002年 4月完成的对上海 50个居委会 440个单亲家庭和 500个双亲

家庭的入户问卷调查资料 。该调查的居委会抽样采用多阶段分层方法 ,即在全市 11个区随机抽取 25

个街道 ,再在每个街道随机抽取 2个居委会 。双亲家庭采用概率抽样即每个居委会等距抽取 10个家

庭 ,单亲家庭为整群抽样 ,即该居委会凡有中小学生或 16岁以下孩子的单亲家庭都是我们的调查对象。

由于实际居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并不完全一致 ,加上会遇到一些难以接受或拒绝访问者 ,因此 ,我们按1∶2

的比例多选了备用样本 。实际共使用了 1361 个样本 ,其中因拆迁 、搬家 、房屋出租等户口空挂的 162

户 ,因重病住院 、聋哑 、智力障碍等无法接受调查的 12名 ,出差 、探亲等 18位 ,再婚 、子女不同住或年龄

过大等不属于我们调查范围的 45人 ,拒绝访问的 134名 ,地址不清或错误的 18户 ,情况不明的(即在 1

个半月的调查期间反复上门无人在家)32名。调查成功的 500位双亲者中男女均为 50%, 440个单亲者

中男性为 47%,女性占 53%(其中 332个离异者中男性更多些 ,占 55%,而 108 位丧偶者中女性多达

76%);被访者年龄最小的 29岁 ,最大的 56岁 ,平均年龄男为 42.3岁 ,女为40.5岁 ,其中 35岁以下的仅

占7.8%,36-40岁占 31.5%,41-45岁达 45.9%,46岁以上 14.8%;99%的家庭只有 1个子女。

从教育程度看 ,初婚者的男女教育程度无显著差异 ,但单亲女性的教育程度则高于男性 ,其中离异

女性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71.5%, 不仅明显高于离异男性的 57.4%, 而且明显高于初婚女性的

64.8%和丧偶女性的 57.3%(见表2)。

从目前的在职状况看 , 离异者在职在岗即依然正规就业的仅占 34.6%, 既明显低于初婚者的

53.6%,也明显低于丧偶者的 43.5%,而自述下岗 、待业 、病 、离 退休后未再就业的离异者达 31.9%,高

于丧偶者的29.6%和初婚者的 25.2%。其中女性从事非正规就业或暂时无业的明显多于男性 。

从薪金收入看 ,去年单亲者全年的平均收入 10534元 ,仅为双亲者的 70%,其中单亲女性的年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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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是双亲女性的 81%,单亲男性仅为双亲男性的 63%。但单亲女性与男性相比 ,收入差距较小些 ,即为

79%(双亲为 62%),其中离异女性与男性的差距更小些(见表 3)。

　表 2　 不同家庭结构研究对象的教育程度和目前在职状况 (%)　

初婚 离婚 丧偶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教育

程度

初中及以下 34.8 33.2 42.5 28.5 61.5 42.7

高中 51.6 58.8 51.9 63.6 30.8 46.3

大专及以上 13.6 8.0 5.5 7.9 7.7 11.0

目前

在职

状况

在职在岗 63.2 44.0 39.2 29.1 61.5 37.8

下岗 待业 离 退休后再就业 18.8 23.6 29.8 37.7 26.9 26.8

下岗 待业 病 离 退休在家 18.0 32.4 30.9 33.2 11.5 35.4

N(人) 250 250 181 151 26 82

表 3　不同家庭结构研究对象的年均收入和社会保障 支助

性别 初婚 离婚 丧偶

年均工薪收入

男 18677元 11863 元 11685 元

女 11614元 9584 元 8983 元

女 男 62% 81% 77%

年社会保障 资助
男 226元 1046 元 771 元

女 205元 1291 元 1561 元

上述样本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理解和

解释本研究的最终结果 ,如为什么不同家庭

结构 、不同性别被访者的福利状况存在差异

或无显著差异等 。

本研究将首先以 940个全体样本(包括

双亲和单亲)资料对不同家庭结构被访者福

利水平的不同侧面进行描述 ,其次分别以不

同侧面和总福利水平为因变量 ,建立多维模

型和综合模型 ,通过控制其他因素估计单亲与双亲主体福利水平的实际差异 ,然后以单亲样本资料建立

回归模型 ,分别估计单亲身份获得途径不同对象的福利水平以及其他人口 、经济 、社会心理和人文环境

影响因素 ,并对分析结果进行理论解释 。

四 、研究结果

(一)不同家庭结构研究对象福利水平的基本描述

如上所述 ,因素分析法所测定的多维组合量表包括 5个分量表即福利水平的多维侧面:职业和收入

满意度 、亚健康症状 、心理挫折感 、亲职压力和人际适应。由于各自变量对不同侧面福利水平的影响性

质和强度可能不同 ,为了测量被访者福利的总水平 ,我们还将以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 ,计算 5

个因子得分估计值的合成分数即福利总值。为了更清晰地显示不同家庭结构研究对象的福利水平差

异 ,我们再将上述因子得分和福利总值转化成最低为 0最高为 100的分值 ,分值越高表明主观福利水平

越高 。

我们首先描述不同家庭结构被访者不同侧面的福利水平及其总水平的差异性。表 4显示 ,以 940

个全体样本资料作分析 ,单亲父 母各侧面的福利状况以及总水平都显著低于双亲父 母;以 440个单亲

样本作分析 ,丧偶者仅在亚健康症状方面低于离婚者;而以 332个离婚样本作分析 ,被动离异者在亚健

康 、亲职压力指标及总福利水平上均差于主动离异者。

如果不作横向比较而仅作纵向比较 ,即不和双亲家庭相比而仅以单亲的目前状况与离异或丧偶前

相比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丧偶者所自述的婚姻挫折前后的变化中 ,无论是物质生活水平 、身体健康

还是心情 ,都显示出现下降 、变坏不良趋向的高于离异者;而离异者中主动离异者的自我感受又明显好

于被动离异者(见表 5)。

由于所遭遇的婚姻挫折的性质和强度不同 ,单亲被访者在叙述纵向对比感受时 ,所作出的变好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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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判断主要以自己以前的状况为参照 ,丧偶者因遭遇青壮年失夫或失妻的残酷变故 ,而且他们大多夫

妻感情笃厚 ,因此 ,前后对比反差更强烈 ,负面 、消极的评价更甚也是自然的 。主动离异者因原夫妻生活

不尽如人意 ,期盼早日结束婚姻 ,故对婚变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离异后大多数有解脱感 ,如在回答“离婚

后您是否感到如释重负或有一种终于得到解脱的感觉”时 ,作肯定回答的达 70.3%,被动离异者仅占

35.6%。然而 ,纵向比较只能反映个人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主观感受 ,要客观反映不同家庭结构群体

之间福利状况的实际差异 ,主要应对研究对象的主观福利水平作横向比较 。

　表 4　 不同家庭结构研究对象的多侧面和福利总水平的差异

职业 、收入

满意度
亚健康症状 心理挫折感 亲职压力 人际适应 福利总值

全体样

本(940)

双亲 44.44 69.70 64.22 61.13 63.37 67.33

单亲 38.75 66.56 56.35 45.18 59.99 52.32

F 检验 14.76＊＊＊ 8.42＊＊ 46.58＊＊＊ 121.04 ＊＊＊ 17.02 ＊＊＊ 172.24＊＊＊

单亲样

本(440)

丧偶 40.01 61.68 57.34 42.74 61.99 51.28

离婚 38.34 68.15 56.02 45.97 59.34 52.65

F 检验 0.46 10.41＊＊ 0.37 1.38 2.86 0.47

离婚样

本(332)

主动 39.34 70.49 56.49 48.38 58.34 54.68

被动 37.09 65.21 55.44 42.94 60.57 50.10

F 检验 0.82 6.78＊ 0.25 3.99 ＊ 1.16 5.10＊

　　＊P<0.05 , ＊＊P<0.01 , ＊＊＊P<0.001 ,下同。

　表 5　 单亲主体的目前状况与在原婚姻时相比的变化 (%)　

目前状况 变化
单亲类型

主动离异 被动离异 丧偶
全体

物质生活

水平

变坏很多 8.6 10.9 42.6 17.7

有所变坏 28.1 32.0 42.6 33.0

差不多 40.0 33.3 10.2 30.5

有所改善 20.5 20.4 4.6 16.6

改善很多 2.7 3.4 2.3

身体

健康

变坏很多 2.2 2.0 7.4 3.4

有所变坏 16.8 21.1 41.7 24.3

差不多 50.3 49.0 47.2 49.1

有所改善 24.3 22.4 2.8 18.4

改善很多 6.5 5.4 0.9 4.8

心情

变坏很多 2.7 4.1 18.5 7.0

有所变坏 12.4 25.9 53.7 27.0

差不多 30.8 28.6 24.1 28.4

有所改善 37.8 34.7 3.7 28.4

改善很多 16.2 6.8 9.1

N(人) 185 147 108 440

但即使是横向比较(如表 4所示),由于单变量的简单相关往往隐含着其他因素的交互影响 ,它们之

间的关联可能是虚假相关 ,因此 ,我们将建立多维模型和综合模型 ,在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后估计家庭

结构和关系等变量对被访者福利水平的净影响。

(二)影响单亲和双亲主体福利水平的家庭结构及其他多元因素

以940份全体样本资料所建构的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单亲父 母的总福利水平明显低于双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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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见表 6第 6列的“综合模型”),但他们面临的最大压力是抚养教育子女的亲职重负 ,其次是心理挫折

感 ,即有抑郁 、孤独 、无助和人生失败负面感受的更多 ,而在职业和收入满意度 、亚健康症状和社会适应

方面与双亲父 母无显著差异(见表6前 5列的“多维模型”)。也就是说 ,单亲的弱势主要并非体现在生

活质量的低满意度 ,而在于亲职压力和心理挫折感 。

　表 6　 不同结构家庭主体福利的比较及其影响因素

多维模型 综合模型

职业和收

入满意度
亚健康症状 心理挫折感 亲职压力 人际适应 福利总值

一 、人口特征

性别 -0.012　　 -0.072＊　 0.040　 0.057　 -0.039　 -0.000　　

年龄 -0.034 -0.131＊＊＊ 0.006 -0.045 -0.005 -0.094＊＊＊

教育程度 0.066 ＊ -0.016 -0.013 -0.052 -0.031 -0.010

年薪金收入 0.310 ＊＊＊ 0.014 -0.054 -0.040 0.015 0.141＊＊＊

二 、家庭结构和关系

家庭结构 0.052 0.002 -0.120＊＊＊ -0.301＊＊＊ -0.035 -0.158＊＊＊

子女孝敬父母 -0.015 0.085＊ 0.078＊ -0.105＊＊ 0.201 ＊＊＊ 0.101＊＊＊

对子女学习成绩满意 -0.026 -0.067＊ 0.050 0.050 0.076 ＊ 0.028

亲属支持 -0.051 0.031 0.029 0.070＊ -0.041 0.011

三 、生活事件或压力

下岗 、失业或工作挫折 0.353 ＊＊＊ 0.083＊ 0.151＊＊＊ 0.063 0.054 0.341＊＊＊

父母身体欠佳压力大 0.022 0.092＊＊ 0.022 0.158＊＊＊ -0.004 0.123＊＊＊

家庭发生意外变故或挫折 0.020 0.136＊＊＊ 0.059 0.087＊＊ 0.078 ＊ 0.163＊＊＊

四 、社会支持和偏见压力

朋友援手 -0.018 -0.079＊ -0.166＊＊＊ -0.033 0.140 ＊＊＊ -0.075＊＊

单位 、社区支持 -0.077 ＊＊ -0.120＊＊ -0.016 0.014 -0.021 -0.105＊＊＊

社会偏见压力 -0.021 0.050 0.222＊＊＊ -0.049 -0.017 0.082＊＊＊

五 、价值判断和应对态度

挫折会使人成长 0.008 -0.022 0.091＊＊ -0.097＊＊ -0.115 ＊＊＊ -0.049＊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0.032 -0.038 0.021 0.082＊＊ 0.073 ＊ 0.072＊＊

再找个比配偶更好的伴侣较容易 0.009 -0.004 0.048 0.068＊ -0.057 0.029

自信 、积极应对 0.059 ＊ -0.026 0.041 -0.004 0.184 ＊＊＊ 0.111＊＊＊

R2 0.40 0.12 0.21 0.20 0.18 0.55

F 34.05＊＊＊ 6.70＊＊＊ 13.72 ＊＊＊ 12.66＊＊＊ 11.42 ＊＊＊ 64.98＊＊＊

表4的单因素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 ,单亲父 母“职业 、收入满意度”明显低于双亲父 母 ,而表6的多

元回归分析结果却否定了前述的结果。这一方面说明 ,用简单方法所作的预测往往会夸大单亲家庭的

消极面 ,另一方面也表明 ,家庭结构对被访主体的职业 、收入满意度无显著影响 ,无论是单亲还是双亲 ,

假如面临的下岗 失业 工作挫折压力较大 、个人收入较低 ,他们在经济层面的主观福利水平也相对

较低 。

对“亚健康症状”分量表的回归分析结果也显示 ,是否单亲也不是主要影响因素 ,而年龄越大 、家庭

生活事件和挫折压力越大 ,对被访主体健康的不良影响越显著。而影响研究对象社会适应的最主要的

因素是子女是否孝敬父母 、本人是否有足够的自信和积极应对的态度以及朋友支持系统的有效性 。

由于单亲群体内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加上有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 、心理创伤的消减会提

高单亲家庭的福利水平 ,因此 ,按照原先的假设 ,我们将单亲分为离异和丧偶 ,其中离异再分为主动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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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被动离异 ,并增加了单亲身份距今时间的自变量 ,建立多维模型和综合模型 ,以估计不同单亲群体间

的主观福利感受的差异性 ,并探讨影响其福利水平各侧面以及总水平的主要因素。

以440份单亲样本资料所作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不同单亲群体的总福利水平存在一定的差

异性 ,被动离异者和丧偶者的主观感受明显差于主动离异者(见表7第 6列的“综合模型”),但他们之间

的主要差异集中在亚健康症状侧面(尤其是丧偶者身体状况差 、有食欲不振 、失眠和心理疲惫感的概率

高于主动离异者20%),而在其他侧面未呈显著的差异性(见表 7前5列的“多维模型”)。从模型的解释

能力看 ,综合模型的 R2高达 53%,表明该模型有较高的拟合度 ,多维模型的 R
2
也都在 17%以上 ,尤其

是模型Ⅰ达39%,拟合度良好。

下面我们分别对影响研究对象福利总水平及其各侧面的其他因素进行解释分析 ,首先参照表 6和

表7的“综合模型” :

1.生活压力事件尤其是下岗 、失业或工作挫折无论对双亲还是单亲主体福利总值的影响都为最

大 ,回归系数分别为 0.341和 0.319 ,经济收入也与福利总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表明社会转型期的职业流

动和分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被访者的主观福利认知 。

2.良好的家庭代际关系对改善单亲主体的福利有积极意义 ,子女的品学表现尤其是孝敬父母比学

习成绩好更令父母欣慰 ,亲属的支持也将减轻其抚养教育子女的压力 。

尽管子女的学习成绩在多维模型和综合模型中都未显示其显著作用 ,但这并非表明学习成绩对父

母的福利感受没有意义 ,而主要是因为“对子女学习成绩满意度”与“子女孝敬父母”两变量间的相关性

较大(Correlations=0.344),孩子对父母是否孝顺往往比学习成绩更重要 。

3.对婚姻或人生挫折的价值判断和态度明显影响当事人的福利取向 ,把挫折视作成长的经历 、以

积极乐观的态度应对压力和逆境的单亲主体有更大的概率认同自己的福利水平较高;同时 ,社会的偏见

和压力也将伤害单亲者脆弱的心理 ,继而使他们更多地产生抑郁 、孤独 、无助或失败感 ,而同事 、朋友的

真诚援手则会起到心理抚慰作用并有益于单亲者适应和融入社会。

4.与西方文献不同的是中国单亲女性的福利水平未呈现显著低于男性的倾向。如前所述 ,这主要

是因为:

(1)中国的单亲往往获得更多的亲属支持 ,本研究的资料也显示 ,丧偶和离婚单亲获得家人 亲朋

的年均资助数分别为 1400元和 1725元 ,其中女性更多些 ,分别为 1617元和 1828元(男性分别为 715元

和1640元);单亲子女得到家人和亲朋生活照料的也明显多于双亲家庭 。

(2)中国已婚女性的就业率较高 ,她们与男子的收入差距也相对较小 ,表 3显示丧偶和离异女性的

年薪金收入为男性的 77%和 81%,如果加上家人 亲朋的支助 、社会保障 资助以及离异者所获得的子女

抚养费(男性 1041元和女性 1408元),那么 ,丧偶和离异女性的年均总收入约占男子的 9成左右 。

(3)中国的婚姻法规定 ,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有关抚养费等判决时 ,有关单位应负协助执行的责

任 ,这曾在维护子女经济利益和减少单亲家庭生活水平下降方面起过很好的作用 。然而 ,在经济转型

期 ,随着职业流动的频繁以及企事业单位原先的多元社会功能(尤其是对个人私生活的行政干预)的弱

化(外移),因一方下岗 、待业 、失业 、出省出国就业等不给付抚养费的递增 ,经济效益欠佳或外资 、私营等

企事业难以或不愿协助法院强行要求本单位职工履行给付孩子抚养费义务的也增多 ,这也加剧了一些

单亲的经济困境 ,但这也并不仅限于单亲女性 。

(4)中国的男性离婚人口是女性离婚人口的2-3倍 ,即离异男子的再婚比离异女子更困难而不是

相反 ,尤其在农村;加上女性离婚人口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层次也高于男性(李荣时 ,1993;徐安琪 , 1994;

吴德清 ,1999:96-103),此外 ,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年离异和丧偶者而不包括老年丧偶者 ,故单亲女

性的福利水平不低于男性的估计结果还是可信的 。

(5)教育程度与被访者的福利感受未呈显著相关主要是因为该变量与年薪金收入变量具有正相关

(Correlations=0.346),如本研究全体样本中小学文化程度被访者的年薪金收入仅为 8548元 ,初中 1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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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高中 12280元 、大专 25452元 ,大学高达 41389元(单亲样本的差距较小些),但与年薪金收入相比 ,教

育程度的影响相对较小 ,所以 ,未对福利水平起作用。

　表 7　 不同单亲主体的福利比较及其影响因素

多维模型 综合模型

职业收入

满意度
亚健康症状 心理挫折感 亲职压力 人际适应 福利总值

一 、人口特征

性别 -0.005　 -0.135＊　 -0.034　 0.091　 -0.066　 -0.074　

年龄 -0.017 -0.142＊＊ -0.003 -0.043 -0.008 -0.107＊＊

教育程度 0.071 -0.049 0.033 -0.061 0.006 0.007

年薪金收入 0.412＊＊＊ 0.016 -0.090 0.020 -0.007 0.199＊＊＊

二 、家庭结构和关系

成为单亲的途径(以主动离异为

参照)

　　被动离异 -0.041 -0.146＊＊ -0.025 -0.052 0.061 -0.104＊

　　丧偶 0.021 -0.200＊＊＊ -0.005 -0.083 0.087 -0.090＊

成为单亲距今的时间 -0.023 -0.016 0.030 -0.037 -0.091 ＊ -0.059

子女孝敬父母 -0.013 0.161＊＊ 0.056 -0.116＊ 0.145 ＊＊＊ 0.121＊＊＊

对子女学习成绩满意 -0.034 -0.064 0.048 0.059 0.053 0.024

亲属支持 -0.047 0.055 0.061 0.158＊＊ -0.087 0.062

三 、生活事件或压力

下岗 、失业或工作挫折 0.253＊＊＊ 0.072 0.130＊＊ 0.088 0.077 0.319＊＊＊

父母身体欠佳 0.030 0.104＊ 0.041 0.092 0.034 0.148＊＊＊

家庭发生意外变故或挫折 0.031 0.028 0.083 0.089 0.127 ＊＊ 0.173＊＊＊

四 、社会支持和偏见压力

朋友援手 -0.016 -0.162＊＊ 0.219＊＊＊ 0.028 0.118 ＊ -0.134＊＊＊

单位 、社区支持 -0.090＊ -0.105＊ -0.027 0.037 0.017 -0.083＊

社会偏见压力 -0.018 0.07 0.219＊＊＊ -0.036 -0.068 0.091＊

五 、价值判断和应对态度

挫折会使人成长 -0.031 -0.028 0.106＊ -0.192＊＊＊ -0.155 ＊＊ -0.137＊＊＊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0.017 -0.077 -0.040 0.159＊＊ 0.117 ＊＊ 0.075＊

再找个比配偶更好的伴侣较容易 -0.042 0.004 0.077 0.007 0.030 0.023

自信 、积极应对 0.042 0.044 0.008 0.024 0.205 ＊＊＊ 0.158＊＊＊

R2 0.39 0.17 0.19 0.17 0.23 0.53

F 13.59＊＊＊ 4.38＊＊＊ 4.83＊＊＊ 4.30＊＊＊ 6.18 ＊＊＊ 23.86 ＊＊＊

五 、讨　论

尽管回归分析结果大多支持了我们原先的理论假设 ,但也有些与预测不相符合的结果需要进一步

讨论 。

首先 ,研究结果未支持距离婚姻挫折时间越远 、再婚前景乐观的单亲主体之福利水平也越高的假

设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再婚市场不够发达 ,再婚的难度随年龄增长而递增 ,加上本研究调查对象的年

龄跨度不是很大 ,因此 ,获得单亲身份距今的时间与主观福利水平之间的相关不显著;其次 ,再婚前景与

年薪金收入以及应对婚姻挫折的态度是否积极 、乐观有一定的相关性 ,后两个变量对福利感受有较强的

正相关 ,而再婚前景的影响相对较小 ,故未呈显著相关;再次 ,较早离婚者所遭遇的社会舆论压力更大

些 ,走出阴影的时间也较长 ,因此 ,时间距离的影响会有所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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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朋友的支持和社区的援手与被访者的福利水平总值呈负相关也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主要是

因为:

1.生存环境越城市化 、现代化 ,居住方式越封闭 ,街坊邻里间的交往越少 ,除非难处较大 ,人们一般

较少求助于家人以外的其他人 ,也不愿接受朋友 、社区的帮忙 ,因此 ,凡是主动求助或接受同事 、朋友 、邻

居和街道 、居委会援助的往往是基本生存较困难 ,或无业 、病残 ,或工作性质 、能力难以胜任教育抚养孩

子职责等 ,因此 ,获得支持较多者实际上是福利状况较差者 。

2.尽管获得朋友 、社区的支持 ,但无论是经济援助还是对孩子的生活照料等帮助都只是杯水车薪 ,

仅能保障基本的生活和抚养条件 ,故实际上他们的福利状况与其他不需要朋友或社区支持者相比依然

较差 。

同时 ,由于受主 、客观条件的限制 ,我们的设计仍存在不足 ,如仅限于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作研究 ,

而中国的地区差异相当大 ,分析结果未必能解释中国其他地区的实际状况 ,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但上述的研究结果仍给我们以启示:即改善单亲家庭的福利水平不应仅限于扩大其困难补助的范

围 ,还需优化社会的人文环境尤其要改变公众对离婚或单亲家庭的负面评价和偏见 。同时 ,提升当事人

的心理素质和主体意识 ,使他们在挫折逆境中增强自信心和承受能力 ,以健康的人生 、积极乐观的态度

应对和缓解各种压力和困难 ,在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提升主观福利水平和精神生活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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